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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二種謬誤：排等第。排等第乃是人類的一種天生傾

向，想要將複雜的多樣狀態，排成一個逐級升高的等級次序⋯。不過，由

於排等第得在一個系列上給所有的個體找到應份的地位，排等第需要判

準。那麼，還有甚麼比一個客觀數字更好的判準呢？」 
「數據會提示理論、會節制理論、會推翻理論；不過，它們本身不會給科

學理論提供明確的內容。建立理論，靠的是對數字做出詮釋，可是詮釋者

常常會陷身在自己的說法裡。他們認為自己客觀，卻沒有看透，符合手裡

數據的詮釋雖然眾多，但是他們之所以中意某一種詮釋，原因在於偏見。」 

 
‘We now encounter the second fallacy -- ranking, or our propensity for ordering 
complex variation as a gradual ascending scale….But ranking requires a 
criterion for assigning all individuals to their proper status in the single series. 
And what better criterion than an objective number?’ 
‘Numbers suggest, constraint, and refute; they do not, by themselves, specify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ories are built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mbers, and interpreters are often trapped by their own rhetoric. They believe 
in their own objectivity, and fail to discern the prejudice that leads them to one 
interpretation among many consistent with their numbers.’ 

                                                 
*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ARI)資深訪問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作者感謝反思會議籌備小組同仁，特別是賴鼎銘、劉紀
蕙、瞿宛文對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見，以及其後一些朋友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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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p. 26,74。 

一. 前言 
 
 近年來，政府及學界領導階層，針對整個學術界積極設立各種規章，加強
各類學術評鑑的制度（包括升等及續聘制度、學術刊物的審查評等制度、大學評

鑑制度等等），進一步加上國際化、英語化等要求，並且將資源分配、個人獎懲、

校系「退場機制」等辦法，與評鑑結果直接掛鉤。由於這些新制度的設計受到偏

見、成見和淺見的影響，往往無視學門之間應有的差異、忽視國內學術生態的具

體狀況、更漠視學術發展本身的內在需求與外在條件，各類學術評鑑制度業已引

起了學界強烈的反彈。尤其是新進年輕學者，因為只能接受而不能參與制訂評量

辦法，又面對常聘權的生存壓力，而若是身處理工科居優勢的機構和大學中，人

文社會學科往往還得遵照理工科的評量方法接受檢驗（如專書不受重視、國外期

刊論文才是發表常態，等等），受聘伊始就被迫接受遊戲規則，受到不公平的對

待時也只有忍氣吞聲，逐漸在資淺教師以及研究人員之間，形成了一股很不健康

的心態和氣氛1。我們覺得，為了國內學術的正常發展，也為了協助學術工作者

爭取公平、健康的工作環境與條件，學界有必要進一步將學術評鑑問題化為公共

討論2，讓學術工作者有機會發表意見和參與決策。這是我們籌辦這次討論會的

基本目的3。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會議的拋磚引玉，討論得以更為擴大，接下來能

有更為廣泛深入的溝通論辯，逐漸形成學界更為細緻的共識。台灣社會既然聲稱

已經進入民主時代，學界便更有責任，要能夠持續深化民主的落實。學術評鑑的

各種機制，不能再由少數學術行政領導人憑一己的觀點主導決定，而是必須接受

學術社群的公開討論。 
 不過，身為學術工作者，我們的視野不能侷限在法令規章等行政層次。我
們認為，學術評鑑不僅是學術行政、學術規訓的問題，更是一個關於知識生產的

政治經濟學問題。要瞭解學術行政體系所推動的評鑑體制、掌握其方向及政策中

對於未來想像的遠景，必須能夠分析及釐清當前學術生產方式變動的動力之所

在；在缺乏公共討論的情況下，面對著不斷翻新而又瑣碎的規章條文，我們若是

不掌握總體的圖像，也就難以應對。 
 或許我們可以如此概括性的來提問：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人文社會學科的

                                                 
1 2004年 4月台灣中正大學爆發的抗議事件，目前還在進行當中，應該是學界的警訊，參見
http://www.ccunix.ccu.edu.tw/~telshl/action.htm。其實助理教授或是助研究員所承受的不少要求，
往往並不是有權力評審他們的人自己能夠做得到的。也正因為如此，有能力滿足要求的資淺學

者，通常更是鄙夷頭上那些善用權力的資深學者。於是，今天學界竟充斥著濃郁的權力支配關係、

對應的則是犬儒應付態度(cynicism)和妒恨心理(resentment)，虛無得令人不安。 
2 根據我們的理解，相關問題在各個領域中都已經激起了討論，但是跨越既有學門共聚一堂的公
共討論空間，卻是付之闕如。 
3 「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2004年 9月 25-26日於台北國家圖書館。
該研討會的論文正在修改出版中。這次研討會企圖針對學術行政權爭取學術自主、也企圖針對主

流觀點加強關於學術性質的反思，其成果應該擺到知識史的層次來理解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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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生產，究竟面臨甚麼新的考驗與難題？身為學術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將問題

歷史化、拉高並拉廣關照的層次，才可望開始協力回答上述的問題。我們認為，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是我們在思考學術評鑑問題時，應該

掌握到的基本脈絡。在這裡，我們願意先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供學界參考。

  
 以下的討論分成幾個部份。在第二節，我們指出這一波學術評鑑背後的動
力之所在，並且觀察壓縮在人文社會領域中正在進行以及可能的變動方向。第三

節將討論集中在學術評鑑，特別是環繞著 T/SSCI所引發的爭議；我們選擇這個
主題，不僅是因為它受到學界同仁普遍的關切，而更是因為聚焦在 T/SSCI的討
論，可以讓我們揭示這個新制度運作中所暗含的想法，及其可能帶來的長遠學

術、文化效應。在第四節，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動力，我們提出關於台灣學

術如何全球化以及國際化的看法，指出台灣學術的國際化的方向，在歷史與文化

的既定條件之下，應該是相當多元的，而不必將全球化等於英語化、或是 SSCI
化。 
 最後，參照以上的討論所形成的視野，本文第五節跳出台灣的侷限，跨越
政治、文化的藩籬，設法與在不同層次運作的國際學界形成連帶與對話，共同尋

找全球化、後殖民、多元文化情境下的知識生產的可能性。 
 再一次強調，我們並不認為本文的思考照顧到了全面；我們的著眼點在於
激發和展開討論。 
 
二. 變化的動力及變動的方向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在東亞地區，為了圍堵社會
主義陣營（北韓、中國、北越）勢力的擴張，美國延伸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防

線，與各地軍事威權體制合作，將日本、南韓、琉球、台灣等地納入其區域性軍

事部署當中。不要忘記，長期的冷戰秩序，並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

作；反共親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對我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造成深遠的效應，長

期流動在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欲望當中。在文化上，台灣地區與東亞諸國不同，

戰前與美國並沒有太多關係。但是戰後的冷戰結構與國共內戰的延續，加上國民

黨政權的親美反日情結，及韓戰後南北韓分裂的確立，快速地使得美國成為台灣

唯一主導性的對外關係。根據教育部公佈的統計數字，在 1990年以前，80-90%
以上的留學生是留美的，曾經構成在美國最大的外籍學生群體。如今這個情勢起

了變化，但是出國學生還有五成留美。所以，戰後的菁英大部分有過美國讀書生

活的經驗，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成為台灣主要的想像；除了大眾流行文化的市場

被好萊塢所籠罩之外，就連另類的反對文化，都本能地以美國馬首是瞻。總之，

戰後台灣的美國化，或是說對於美國的依賴，是總體全面的。台灣的學術生產，

是在這樣的格局中納入了美國的系統。然而戰後的美國大學的學術生產，深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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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格局所形塑，服務於國家的意識形態4。一旦我們處處師法美國，典章、制度

乃至於學科分界便都以美國為典範，連教科書的引進，乃至於翻譯，都是來自於

美國（精準的說，是冷戰體制下的美國學院）。由於留美學人在知識上深受冷戰

體制的洗禮，反共親美成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基本結構，也就不足為奇。 
     19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
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於是在歐美地區宣告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

球化動力，快速形成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為手段，打通冷戰

時期無法進入的疆域。簡單的說，在掃除與其對立的社會主義阻力後，資本主義

全球化的契機終於出現。從這個面向來思考，全球化意味著冷戰的鬆動5，冷戰

時期相互隔絕的地區開始發生關係。也正是在這樣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產方

式開始發生巨變。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於國家意識形態，

那麼 90年代以後，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美國加州
大學資深講座教授三好將夫在 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財團化的效應最
為清晰的巨變，表現在學術生產力的外觀及政策上。課程註冊人數的多少、學位

的授與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與監視，就像把這些數字當成

是工業統計來看待。學術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數來丈量計算。更重要的是，處理研

究經費及捐款的研發部門，成為大學中最為主要的部份之一」6。也就是說，90
年代以後的美國大學，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專業化現象，背後的基本邏輯，其實

就是快速的走向私有化及市場化。在這樣的情勢下，貌似客觀的量化評量表開始

出爐，用以丈量學術表現。大學的形象與在社會中的定位也開始快速的變化。比

如說，過去的大學校長的選擇，是基於他在學術、眼界與公共清望等方面的成就，

現在已經為大公司 CEO的形象所取代。他不僅得有能力向企業募款，更需要有
經營能力，把大學轉化成生財機制。一旦私有化與市場化的邏輯推到極致，在未

來全球暢通無阻的狀況下，教育機構極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學能夠存活7。

如哈佛大學很可能像麥當勞一樣遍佈全球，以長期建立起來的品牌到處攻城掠

地；或是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現象，各地大學為求生存，與名校進行所謂策略聯盟、

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遠距合作計畫即為一例。 
      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走向，不但牽動後進國家，也成為後
進國家不斷模仿、跟進的標準。像台灣、新加坡、南韓乃至於中國大陸等地，也

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開始把學術生產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標，歸結到國家總體競

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每個學校可以分到多少預算資源，甚

                                                 
4 參見 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5 我們用「鬆動」而不用「結束」的字眼來理解，是因為冷戰結束僅是歐美地區的講法，並不適
用於描繪東亞地區的狀況。南北韓，特別是台海兩岸之間，依然無法解除冷戰時期的軍事危機，

其衝突程度甚至較冷戰時期更為上升，說明了在本區域尚不宜盲目套用其他區域的觀點。 
6 Masao Miyoshi, “Ivory Tower in Escrow”, Boundary 2 27(1): 19. 
7 美國加州大學 Santa Cruz分校的前人文學院院長在一次私下的談話中預估，如果市場化繼續走
下去，未來的世界會只剩下兩百家大學；同時，大學本身會由不同的 networks所構成，如 UC Santa 
Cruz會與矽谷直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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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是否必須退出「市場」，都與此相關。為了在國際上競爭，又提出各種各樣

的卓越計畫競標，想要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佔一席之地8；或將幾個大學聯合起

來，加大學校的體積，在國際評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數9。下降到個別研究教學人

員，應運而生極為簡化的量化記帳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這樣的
產物，以一條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社會人文等領域，雖然近

年正受到所謂後殖民學術典範移轉，以及內在於台灣歷史社會的本土化運動的衝

擊，但是台灣的學界適得其反，並沒有展開批判性的討論，反思台灣的知識生產

與美國新殖民主義的關係。這個情況之下，一旦學術國際化當令，「美國化」很

方便的與「國際化」幾乎劃上等號10，也就不難理解。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學術生產的變動，主要的動力來自台灣外

部，特別是美國學院的變化。不容諱言，90年代以後兩岸競爭互動中，中國大
陸投入大量的資源建立重點研究大學11，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等，也有推波助瀾的

效應。所以必要的進一步提問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作邏輯，會如何重新定

位學術生產，特別是與人文社會學科相關的部份？如果一切以市場、生產力、利

潤為依歸，那麼可以想像的是：以前國立大學的經費來自於人民納稅的錢，研究

及教學還有相對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場為判準，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哪些課程選

的學生多，哪些學科及哪些個人可以將經費帶入大學，就將成為學術發展的主導

性力量12。為了爭取企業界的捐助，學術生產被重新定位的一種方式，是成為產

業界的研發部門，即 R&D13。在此條件下，人文社會學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則是公

私智庫、研考部門，乃至於包裝（packaging）、對於市場潛力的社會文化分析與
利用、甚至被迫從屬於商業管理學院的知識典範。原先人文社會學科作為反思性

社會進步動力的角色，也就相對地遭到掩沒。類似這樣的走向，是否會成為未來

的趨勢，我們不得而知14；將本應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大學主體，這樣轉化成為

                                                 
8 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提出 20/20，二十年內成為世界前二十名的計畫，是很好的例子。 
9 台灣聯合系統大學（陽明、中央、清華、交大）是這樣想法的體現。目前教育部積極推動的清
華及交通大學的合併是另一個例子。 
10 在極為重要的 1999年 1月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代表歷史學的杜正勝、社會學的葉啟政
及政治學的朱雲漢的書面文字，都觸及這個問題，但是似乎並沒有帶起後續的討論。參見《全國

人文社會科學會議會議手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99）。相關的資料，請見網站
http://www3.nccu.edu.tw/~hermes/file.htm。但是詳細追究這些機制就會發現，在台灣想像的美國
學院的升等及評鑑，其實都不是這樣操作的。不同的學科及專門領域，都有自身長期發展出來的

共識，特別是這些索引，宗旨即不在於評判好壞的機制，也沒有將全球不同的語言納入。除非台

灣學術界已有共識，將台灣定位為美國學術社群的附屬單位，要不然沒有理由做如此粗糙的規劃。 
11 在中國大陸相關的討論極為熱烈，是以大學改革為討論框架。參見《讀書》雜誌在 2003年一
系列的討論，特別是九月號的〈大學改革專輯〉。讓我們相當驚訝的是，大陸學界對於改革方案

爭議很大，但是在討論過程中，美國大學幾乎成為唯一的參考點。這難道意味著大陸正在重蹈台

灣學界脫亞入美的路線？中美關係與台美關係在歷史背景等方面顯然迥異，那麼這種相似性的意

義又何在？ 
12 在台灣一些人文社會學院當中，發言權及影響力取決於帶進多少財源的狀況已經在赤裸裸的
發生，如校舍空間的分配，會取決於帶來經費的多寡。 
13 許多學校的研發部門都紛紛擴大升級，成為大學中重要的權力機構。 
14 1999年的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唯一觸及全球化對於台灣學術發展造成衝擊，學界應該
要認真迎接挑戰的是朱雲漢，〈如何加強基礎性社會科學對本國社會之貢獻〉，《全國人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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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附屬於政府及產業的研發客體，學界會如何反省和看待，我們也雅不願猜

測。目前我們看到的是，能夠配合大勢的學科（或是學科內部的某一支流），已

經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軌的學科，正在努力地找尋銜接點。反思──尤其是反

思知識國家化、知識產業化──的意見，幾乎沒有空間以及正當性發出聲音。於

是，政府與少數的學術領導階層，在缺乏深刻分析的情況下，正在透過特定經費

的分配方向，替學術工作者調整研究教學方向、越俎代庖地決定整個學術社群的

性格以及未來。 
這也就牽扯到同樣重要的一連串相互關連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

勢下的學術生產中，作為統合社會資源的國家（the state），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在上面描述的情勢之下，國家如何形成總體的基本政策？如何對知識生產重新定

位？政策的內容為何？它對學術工作者進行了什麼樣的宣示？這些政策形成的

過程，是否有廣大學術社群的共識？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有答案，也還沒有看到

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我們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亂的條文不斷出籠，大方向何在則沒

有人說得清楚。跟教改工程一樣，由於學界並沒有機會進行廣泛的討論，結果基

層教師不知所措，但是負擔和責任又由他們來承受。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形成

之後，透過諸多的行政命令，到底造成了什麼樣多層次的效果？比較立即的效果

倒是昭然若揭：以國家經濟發展為名，在產官學可以相互為用的領域當中投入大

量的資源，由政府透過諸多獎勵機制主導特定的研究方向，結果在民族國家的架

構當中，統合並主導了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知識生產的方向，至於不具有產官學所

定義的「生產力」的知識領域，則慘遭排除到邊緣的地位。 
然而，知識生產的民族國家化，或是說國家以「產業競爭力」來主導學術

生產，在不同面向上又與政府積極推動的大學市場化／國際化呈現了曖昧的競爭

關係，凸顯出政策並沒有顧及長期的、整套搭配的思考。這個效應，體現在研究

及教學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在教學方面，為了國際上的競爭，大學的教學開始指

向如何吸引、招收國際學生，以及如何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會學科因而

必須調整教學內容，符合外來學生的需求，特別是強調得以英語授課。但是這正

好與民族國家重視自身語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違背。以台灣當代的顯學台灣文學

及台灣史為例，這些相關的課程如果用英文來上課，會是什麼樣的場景？有多少

教材已經有英文翻譯？有多少師資能夠以英語授課？（有關語言問題，我們下面

會進一步討論。）在研究的層面上，問題在於，國家一方面要求研究直接服務於

產官學複合體制中台灣特定的立即需求，但是同時在學術國際化的情勢中，學者

提出的問題又必須在既有的國際學術場域中操作，而歐美地區主導的社會及人文

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卻與台灣社會並不一致。為了能夠在國際上出版，許多學者

所用的分析架構與問題意識，都必須符合歐美地區的要求，反而與產官學的想像

大不相同。同時，國際化的另一個操作方式，就是國際研究團隊的形成；可是這

類研究團隊得以形成，前提在於具有共同的問題。在社會科學的場域中，這種問

題通常會以比較研究的方式來出現。想要以台灣自身面臨的問題為本，來主導研

                                                                                                                                            
學會議手冊》（國科會，1999），pp.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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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團隊，那麼就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給外籍學者加入研究團隊。但是這也就溢出

了民族國家的架構，研究無法被收編到產官學體制當中。 
產官學複合體的快速形成，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長遠影響，很清楚的是將

「研發」及「政策」拱成主導的學術生產方向。這個方向會不會擴大、阻絕人文

社會學科自主性的發展，乃至於剝奪整個學術生產的主體性，我們還不能遽做斷

言。但是這中間的重重隱憂，又有誰敢否認？難道所謂全球化的學術生產，注定

要截斷人文、社會學科所自許的批判性與反思性兩重重要面向？ 
 
三. 現行評鑑體制的效應： 
 
在我們的分析架構中，學術評鑑體制，乃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中，為了

刺激、管理學術生產的競爭力而產生的一套機制。在台灣的實踐中，評鑑大致分

成幾個層次： 
1. 對各個大學的總體評鑑以及轄下各單位的所系評鑑， 
2. 不同學科與學門的評鑑， 
3. 對於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鑑，而 3.的主要依據則是 
4. 針對學術刊物的評鑑。 
我們的討論集中在後二者，特別是近來 SSCI與 TSSCI體制所引發的爭議。 
 在我們可以掌握到的有關文獻中，SSCI體制化的共識，可能是在 1999年的
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形成的。在會議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的杜正勝教授15，

在〈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學評鑑〉一文中，統合各個學門的意見，概

括出了以下幾點原則： 
 
綜合評估、評論以及學者公開或私下的意見，我們發現人文社會科學普遍認

為研究與教學有定期評鑑的必要，唯須要建立客觀的評鑑標準，才有公信

力，這是一點。其次，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尤其是研究所階段，

應該具有高度的連貫性，故研究機關與大學研究所應相互為用，密切合作。

第三，上述的評估與評論多認為大家所熟悉的學門分類已不能適應新的需

求，故積極呼籲科技整合，鼓勵具有前瞻性的創新領域。對於人文社會學科

的生態，我想要提出一個共同現象是，我們太勤於學習西方的理論，而忽略

生產理論的知識基礎；長期以來，我們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知識領域太狹窄，

太地方化（localize），缺乏普世的或「帝國的」格局16。 
 
以上述原則為根據，杜先生提出了具體的評鑑建議。在出版的部份， 

 
評比期刊與專書，以期能進入 SSCI與 AHCI。⋯⋯現在的學術著作主要分

                                                 
15 現任教育部長、中研院院士的杜正勝先生在當時的會議開場問題與觀點座談會「如何加強人
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學評鑑工作」，及最後一場綜合討論中，三度擔任引言人。 
16 杜正勝，〈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學評鑑〉，《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會議手冊》，（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辦，1999），p. 102。這裡我們對杜先生使用「帝國」一詞的理解是，要具
有開闊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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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刊論文、出版專書和會議論文三類，其重要性各學門或有不同，但盱衡

實際狀況，應以期刊論文做為檢定學術品質最主要的依據。因為夠水準的期

刊大抵已經確立審稿的觀念，差別只在執行之徹底與否而已，專書出版的審

查要求與尺度，目前我們出版界還沒有基本的規範，至於會議論文，由於國

內外學術會議相當頻繁，該列入最後的考核依據。有了這三級等次，學術秩

序才比較容易明確化17。 
 
於是，因為專書審查制度尚未確立，在期刊出版論文高於專書的優先地位就此確

定。在期刊部份，杜先生指出， 
 
近來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為呈現其國際化的程度，多有加入社會科學徵引引得

（SSCI）者，這是值得鼓勵的。不過，「社會科學徵引引得」主要為英文著
作而設，根本之道我們應該仿效他們的辦法，籌辦以中文為主體的「人文與

社會科學徵引引得」，或者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分開辦理18。 
 
於是，TSSCI的制度開始誕生。由於杜先生的建議，主要涉及 1.排斥專書與 2.
評鑑期刊兩個部份，我們也將分為兩個部份檢討。 
 1.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大勢之下，學術書的出版正因為快速市場化而日
漸緊縮，乃是明確的事實。但我們要指出，所謂專書的位階低於期刊論文的「共

識」，其實反映著這個事實、甚至乃是該一事實的產物，與審查制度是否有效毫

無關係。以全球為範圍觀察，一方面，以往學術書出版的根本邏輯，在於觀點及

研究的品質及創新性。具有世界性深遠影響力的重要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絕大

多數都是專書。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秩序中，書的出版不只是以學術價

值為主要判準，而在於是否有市場。相對而言，期刊開始崛起，其中的一個重要

道理就是，學術期刊大都由圖書館訂閱，是事先付費，出版公司較沒有投資的風

險，利潤也遠高於圖書出版。因此，在人文社會學科中，認為期刊高於專書的看

法，基本上反映著市場邏輯。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在當前寬廣的全球學術發展

的脈絡中，學術書籍的重要價值也並沒有減低。不僅學者仍以撰寫專書為體系地

呈現學術工作成果的模式，學術問題也仍以專書為較為完整的處理單位，學術界

更很少有人敢於貶低專書的價值。例如，在世界各地許多重點大學的人文科系

中，專書的出版仍然是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的門檻。杜正勝先生忽視這些更根

本的考慮，卻以客觀評審機制尚未建立為理由，來貶抑專書的價值，這樣的論點

是很難站得住腳的。一本學術專書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其實學界從來就自有公

斷。舉例而言，民國以來的史學著作汗牛充棟，雖然均未曾通過任何的審查機制，

史學界對於其間的高下良莠豈沒有公論？台灣目前誠然還缺乏較為完備、客觀的

量化計分標準，但是由此得出的結論不是去設法建立這種標準，卻是遷就現實，

                                                 
17 同上，頁 103。 
18 同上，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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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低專書的重要性，其間的邏輯恐怕並不合理19。 
2.有關期刊引文索引這套設計應該如何評價，將由其他的同仁提供更為細緻
的分析，本文不涉及操作機制內在性的討論，而只集中分析它的外部效果。首先，

美國公司 Thomson ISI所提供的服務是針對英文出版品的，並沒有包括世界其他
重要國際語言，如西班牙文、中文、馬來文、阿拉伯文、法文，遑論其他國家的

語言，如德文、日文、韓文等。後進國家的學術行政體系，為了做事方便，在找

不到更好統計指標的情況下，以 SSCI及 A&HCI作為參考，或許可以理解。但
是我們認為，學界要正視如此以偏概全的不良後果。特別是 Thomson ISI的引文
系統的目的，原本是在提供服務；它涵蓋或是排除刊物的理由，並不涉及是否具

有學術權威。所以，連 ISI生產地的美國的學術界，都不會以研究人員是否是在
SSCI及 A&HCI涵蓋的刊物上發表為評價標準，充其量只是以被引用次數，來間
接證明一項研究受到重視的程度。但是很明顯的，既然這些引文索引系統被侷限

在一些英文期刊的範圍，無法丈量出非英語系統語言之間著作互引的跨國影響的

內涵──例如，一篇中文文章被直接譯成日文及韓文、在日韓重要期刊上發表後

被引用，即不是這些英文引文索引所能涵蓋的──那麼，這些指標的國際意義是

有其嚴重限度的。根據我們的理解，許多人文社會的學科，會特別重視它的研究

人員可以用其他語言在非英語的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例如研究中國思想的美

國、日本及韓國研究者，如果能夠用中文在大陸或是台灣的思想研究刊物發表論

文，會被尊重地視為國際化的表現。可是這樣的機制，在台灣的學術行政設計中，

卻無法見到。即如台灣有相當多的學者留日，有能力用日文發表著作，但是他們

卻沒有獲得應有的鼓勵，反而削足適履，被要求以 SSCI的英文刊物為發表場所，
才能算是國際化。 
大致言之，SSCI決定論，造成了以下並非原意所在的意外效果： 
 
(1) 用英文出版比用中文及其他語言出版來得重要：因為工作上的安全感，
及升遷上的保證，（新進）研究人員被迫盡量用英文發表成果，不要用中文在本

地刊物發表20，或是其他非英語的重要刊物發表。在 ISI刊物發表論文就等於是
增強國力的簡單看法，嚴重扭曲學術自主的發展，更使得多元國際化的契機無法

出現。台灣的（公費）留學生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到非英語系的國家求學，這是

任何一個國家攝取多元文化資源的重要管道。但是學術英語化的制度性安排，不

但對這些學者不公平，並且有可能在未來降低留學生到非英語地區深造的意願，

也就減弱了台灣學界多元的生機。 
(2) 為了在英語刊物上發表，以在地為根本關切的議題，勢必無法成為研究

                                                 
19 有關專書出版學術價值的討論，參見台灣大學政治系江宜樺，〈莫讓學術評審制度扼殺了學
術〉，《中國時報》91年 4月 8號；江宜樺，〈建立合理的學術審查制度〉，《中國時報》91年 5
月 11號。 
20 這樣的觀察並不是邏輯的推論，它確實發生在我們年輕同仁的身上。有位發表多篇 SSCI的年
輕學者，曾在一個學術會議的公開場合感慨地說，因為升等的壓力，已經有很久沒有用中文寫論

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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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點。諸多人文社會研究的問題意識，本來必須具有強大明確的歷史脈絡感，

如今其脈絡卻要遭到去除、或是被淡化隱藏。同時，若是研究者必須以英語世界

所熟悉的理論架構及語言來換取出版的可能性，那麼長遠來看，既然社會、政治、

文化及歷史的脈絡和關切逐漸淘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將越來越像自然科學一

樣趨於一元。這與近來世界學術潮流強調多元異質的走向，顯然背道而馳。 
(3) SSCI與 A&HCI的機制，製造了學術社群中非學術性的新等級關係21。

有能力以英文書寫、在 ISI刊物中發表論文的學者，被認為是高於──雖然在甚
麼與學術有關、與論文內容有關的意義上「高」，始終沒有人說得清楚──用本

土語言寫作的學者。這個機制，在效果上打擊到了本土訓練出來的學者，特別是

文史哲人文學科。如果大家已有共識，英語的確高於一切，那麼就應該另有配套

的措施存在，例如中文系得有足夠的師資用英文授課及指導論文，國家也要先提

供大筆的經費，將所有中文系的課本譯成高品質的英文；同時，最快速的方式，

就是理應取消人文社會學科的國內碩士及博士班，讓有心取得高學位者，全部去

英語世界進修，不必留在國內蹉跎。我們提出這麼荒唐的建議，是要提醒制度的

規劃者看到制度的運轉邏輯本身多麼荒唐。它所造成的廣泛效應，會破壞學界長

期的積累。獨尊英語的效應之一，是在否定台灣戰後逐步搭建起來的高等研究所

教育。在台灣用中文訓練出來高級研究人才之後，要強迫他們用英文發表，跟留

學英美以及英美的學者競爭，這不是在自我否定嗎？這又叫以中文為主訓練出來

的高等研究人員情何以堪？ 
 (4) 為了彌補英語化配套機制的不足，於是特別設計出了一套 TSSCI彌補。
但是它在成形之後，與當初杜正勝先生的提案，又有很大的出入。杜先生曾建議

索引「以中文」為主體，但 TSSCI排除了中國大陸的 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縮小範圍於台灣一隅。另一方面，最令人稱奇不置的，
莫過於 TSSCI的實際做法不啻移花接木，背離 SSCI原本作為「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的宗旨和作用，在台灣變成了一套「期刊評比」的機制。再由期刊評比，
推進到論文的評比：一份期刊若是進入了 TSSCI，則經過某種神祕的轉化機制的
作用，該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值」（例如點數）。期刊能評比嗎？

技術上或許可能。但是，學界對於刊物的評價，跟專書一樣，不同的學門及專業，

自有公議，不宜透過學術行政體制來排比規訓，以主要涉及編務行政的形式主義

計算點數。其實，現行期刊評比的實務，除了形式主義的流弊之外，徒然在學界

造成了極為惡質的傾軋鬥爭。有權力參與評比委員會的學者，往往都是學術體制

已經掌握權威的台面人物，他們會從自身所屬學科的主流視野出發，排擠非主流

的學術傾向，反對跨學科的期刊，也會以其力量所及，來阻擋具有創造力的、正

在興起的批判性刊物。不要忘了，這類刊物往往才是學術典範移轉的先鋒，也是

                                                 
21 所謂「等級」，或許即前面註 16杜正勝先生引文中所謂的「學術秩序」。目前，有些學門甚至
怠惰到了放棄學術工作者對於同儕作品進行實質評價的評鑑義務（評鑑是一種權利，但我們強

調，相互的實質評鑑——而不是行政的形式評鑑——更是學術工作者的義務），不敢過問文章本

身的內容與學術意義，逕直形式主義地規定二篇 TSSCI文章等於一篇 SSCI文章，或是三篇 SSCI
文章就「自動」獲得 80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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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學科對話與越界活水的契機。 
(5) TSSCI評鑑制度的現行做法，最後嚴重傷害了跨學科的科際整合研究。
正是在國科會的 1999年「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杜正勝先生徵引會前會
以及學界的綜合意見，確立科際整合以及鼓勵創新領域的原則；杜先生是這麼說

的：「上述的評估和評論多認為大家所熟悉的學門分類已不能適應新的需求，故

積極呼籲科際整合，鼓勵具有前瞻性的創新領域」22。國科會人文處為了鼓勵跨

領域的研究，先後成立性別研究、宗教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次學門，後來又成

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學研究中心，似乎都旨在積極支持國際的大趨勢，發

展跨學門科際整合的新研究路線。但是，到了實踐層次，例如研究計畫及刊物評

比，卻出現了學門純種主義的極端走向，至今不但沒有發展出跨學門的獨立範

疇，而學門本位主義的操作方式，效果上也等於是在壓制跨領域的知識生產。以

TSSCI為例，由於各學門競相爭取本學門的正統刊物上榜，註定要堅壁清野，排
擠血統不夠純正的刊物，跨學門的學術刊物首當其衝，又缺乏「學門」山頭的高

寨深壕為據，自然名落孫山。 
以上提出的問題，學術界耳熟能詳，但是迄今見不到 TSSCI的執行單位（國
科會人文處及社科中心）有所說明或者反駁。我們不能不問：對於學界的質疑及

提問置諸不理，豈是服務學術社群的民主表現？難道所謂學術自主，意思是說學

術領導人的行政獨斷可以獲得保障，學術社群基層的意見，卻不需要加以理會？

報章雜誌上常見到有關 SSCI的討論與質疑，但是豈曾有過政策的制定及執行者
出面，為自己的主張提出論辯與說明？這個情形，不是傲慢與顢頇又是甚麼？關

門推行政策的時候聲色俱厲，受到質疑的時候卻不願意出面公開討論。這樣缺乏

民主素養、學術視野、以及論述能力的領導，又如何能夠贏得學界同仁的尊重呢？ 
這些有關索引體制的問題看似屬於技術層面，卻可以全部轉移到一個根本問

題上來討論：我們到底是活在一個單一的、英語的新殖民世界，還是在多元文化、

承認異質的後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著美國化，不計後果地剷除、遺忘

所有非英語的文化？這不只是值得辯論的規範性問題，也是一個有關現實自我界

定的文化－政治問題。中文事實上是一種國際語言：它不僅在中、港、台、澳門

使用，也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美洲、歐洲、非洲各地相當龐大的華人社會

中使用。只是因為美國一家公司 ISI的引文系統無法處理中文，於是中文就變成
不是國際語言，中文社群之間的互動就不算是國際化？許多待在英語世界的華人

學者，尤其是人文與歷史學者，都還持續用中文寫作，就是因為他們深知，自己

的觀點與意見，只有在中文世界才擁有龐大的讀者群、才觸及活生生火辣辣的議

題，而用英文書寫，反而只供少數的專業人士閱讀23。我們要強調，目前台灣學

術體制獨尊英文的情勢，確實反映出了對於中文作為國際語言的自貶身價。我們

相信，在全球情勢的變化中，中文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越來越形重要。我們絲

                                                 
22參見杜正勝，〈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學評鑑〉，《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會議手冊》

國科會主辦，1999，頁 102。 
23 一位著名的旅美人文學科院士就說過，他中文的文章有成千上萬的讀者，但是他的英文論文
大概只有幾個專業的同好會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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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反對學者以自己中意的外國文字寫作發表，但是當前學術界以體制的力量貶

抑中文的做法，確實值得商榷。  
 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的觀點： 
(1) ISI事實上是商業機制，並不具有學術權威，卻被台灣現行學術體制
援引，當成幾乎是唯一的學術權威，來丈量學者的學術表現。出現

這個詭譎的現象，一個不難猜測的原因在於，學術官僚體系多由理

工科學者掌握，學官們往往受過理工學科的訓練，認為學術議題、

學術邏輯乃是一元而普世一致的，任何討論都可以用簡單的英文表

達，所以所有的人都該可以用英文來發表論文，也就不加思考的認

定 ISI引文體系的學術權威，接受它成為評鑑的標準。我們擔心的是，
如此一來，非英語的學術生機將面臨空前的危機，新全球化秩序中

所強調的文化異質多元性將被消滅。 
(2) 學術的表現需要評鑑機制來鑑定，俾使學術更為進步，我們絕對贊
同支持。但是不同的學術領域在學術評價上長期形成的共識，應該

受到尊重。例如有些學門中，專書轉較期刊來得重要；不同的學門

及專業，對不同性質與宗旨的期刊，也會有多標準的認定，不能夠

由 SSCI或是 TSSCI這種單一標準來簡單粗暴地涵蓋。換言之，我們
不應該用一個單一的機制，套在所有的學門身上，不僅摧毀了學術

的發展可能，也會斲傷知識體系應有的多樣性。我們認為，TSSCI
的目的，是做為服務學術社群的資料庫之需要而存在，所以應該盡

可能納入有學術價值的刊物，但是它應該與期刊評比的機制分離。

同時，期刊評比的獎勵應該鼓勵、扶持非機構性、具有開創性刊物

的獨立出版，如此一來台灣學界才會更有活力。 
(3)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裡，美國的學術制度與實踐，不是能夠
適用於所有的地方的，它的體積規模，它的龐大資源，都不是台灣

可以模仿的。台灣學界，就跟任何地區及國家的學術社群ㄧ樣，必

須認知自身利基之所在，走自己的路，發展自己的特性才能受到國

際學界的尊重。如果要將美國的學術體制套在台灣的學術社群上，

就必須先創造美國式的客觀條件，而不是邯鄲學步跟著美國走。我

們同時需要認識到，英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許多語言及知識傳統，

值得我們高度的尊重。這個世界如果真的只剩下英文一種語言、一

種學術傳統，那會是一個乏味、貧瘠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

必更不能妄自菲薄，忘記中文是具有歷史傳承的重要國際語言。 
 
四. 全球化之下台灣學術國際化的另一種視野 
 
 如果說，推動這一波台灣知識生產的客觀動力之所在，乃是新自由主義的全
球化，而因勢發展出來的學術評鑑，則反映了台灣對於學術全球化及國際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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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企求，那麼我們不能不指出，既有的推動方向，對於全球化及國際化的理解，

過於偏狹窄化。我們的基本立場是：並不反對而且認為台灣學術界需要國際化，

藉此打開相對封閉的學術空間，但是我們認為，國際化的行動，必須建立在對於

台灣自身的客觀處境的基本認識上。 
 我們認為，台灣在二次戰後總體上「脫亞入美」，造成了長期的歷史效應，
這些效應在台灣社會一直發揮龐大的政治及文化的作用；在知識生產上，也有類

似的情形。全盤美國化造成了淘空歷史立足地的危險，然而具有深度反思的討

論，卻又始終極為匱乏，遂造成了台灣「脫亞入美」的趨勢，缺乏批判性反思、

缺乏主體意識、也缺乏自身傳統的積累可能。但是，這並不是歷史的宿命，而是

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化過程的不夠完整所致；繼續向前推進，是可以扭轉情

勢的。 
 在此意義上，在台灣重新構築具有批判意識的主體性，並不意味著簡單地去
美國化以及「返亞」。五十年的美國化，不必然是錯誤的包袱，反而可以轉化為

資產，前提是要發展具有批判性的主體意識，來平衡過度單一化地以美國為參考

座標。要透過返亞，重新認識台灣主體性在客觀歷史中所處的位置，釐清歷史過

程中還沒有妥當處理的愛恨情仇，才能以高度的自覺意識，面對這些歷史資源24。 
我們認為，台灣的學術生產，不可能脫離台灣更為寬廣的總體歷史與地理脈

絡來思考，因此在提出台灣學術生產全球化及國際化的想像之前，有必要先來釐

清台灣所處的基本歷史脈絡。相較於一般台灣中心論的論述，將台灣放在世界的

中心來討論25，一個較為貼近於歷史、地理、全球結構的真實狀態是，台灣的主

體位置可以視為一個結點(nodal point)，基本上處於幾個相互重疊、交相作用的
生活網絡(networks)當中，也就是說台灣作為一個地理歷史空間的想像實體，存
在於不同網絡的交叉點上。因此，以下所勾勒的網絡並沒有優先次序的層次，而

是相互糾結的： 
 
(1) 台灣在地 
(2) 兩岸關係 
(3) 華文國際 
(4) 亞洲區域 
(5) 全球場域 

 
台灣在地：從基體論的觀點來看，台灣作為有歷史縱深的地理空間，其實本

來就是上述網絡交互作用的複合體，在近代史上從來沒有處於關閉性的孤立狀

                                                 
24 更為詳盡的討論，請參見陳光興，〈亞洲作為方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7期，2005，三
月號。 
25 最近有一些論者，從各自的角度設法將台灣擺在世界中心的位置，從而衍生出不同的所謂同
心圓理論，其要旨簡單說，仍不脫早就流行的口號：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世界（這個世界

通常是指美國）。我們的說法跟這些說法有一點不同：中心的「角度」不能只是靠主觀的願望掉

轉擺弄手裡一張地圖，而是要有歷史的脈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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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上述的某一個網絡發揮了較其他網絡更大的作用力，但

是也從來沒有完全脫離任何一個網絡。這樣的交錯所積累的多元異質性，構造了

台灣主體的現代性。台灣的異質主體，絕對不能因為當前的政治場域的矛盾太過

奪目，而化約到省籍二元論／四、五大族群論來理解，或是簡化地聚焦在中台對

立關係中來看待。認知多元異質的差異性、拒絕對台灣做封閉的理解，是主體性

重建的根本前提。 
兩岸關係：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帝國，成為中國第
一個也是唯一的殖民地26。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歸還中國，但因國共內戰，國
民黨政府戰敗退守台灣，造成兩岸接續分隔至今超過一百年的歷史。戰後國民黨

政權的全面性反共親美，教化了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深切疑慮。因此，

如果反共親美的冷戰效應持續不解，兩岸關係也就無法正常開展。毋庸置疑，兩

岸關係是當前台灣政治格局中的首要矛盾，兩岸民間以及學界的互動關係，受到

政治情勢變動的莫大牽制。但是放大格局來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已經如同

磁場一般，世界各地都企圖與其發生關係，台灣的學界大概也很難背道而馳；更

為積極的，華語學界應該獨立於政治經濟的勢力，不受制於既有的政治經濟格

局，才能開展出自主、寬闊的學術空間。 
華文國際：台灣流行的主體意識習於閉鎖，通常忘了承認華文是一種國際語

言。在此我們強調華文國際的存在，一個目的即在於喚醒甚至挑戰這種意識形

態，指出它其實窄化了台灣自我定位所在的真實關係網絡。 
華文國際的網絡，遠遠大於台海兩岸或是兩岸三地的政治想像。雖然後二者

有其歷史的基礎，但是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必須有意識地將華文視為國際語言，不

能繼續以自我為中心，將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的華人社群視為「我們的僑民」

（華僑）27。新、馬及印尼等地的華人，早有自己的國籍以及相當不同的歷史經

驗，可以──但是沒有──成為兩岸華人整理自我身分時重要的參照點。這些群

體有些與台灣有深遠的關係，如馬來西亞在整個冷戰時期，因為不准設立華人大

學，也不能留學共產中國，大部分取得高等學歷的華裔學生都留學台灣，使得台

灣成為當地華人重要的思想及文化資源。反過來看，馬華的歷史卻很可惜地沒有

能夠成為台灣重要的參考點以及思想資源。其實，透過對於馬華的理解，有助於

認識我們自身的處境及問題。 
 進一步來看，華文國際也溢出民族國家的界線及族群的認同，也就是說，華
文並不是華人所擁有的專利。舉例來說，在南韓，中文系在大學裡是很重要的學

系，現在在中文系中盤據重要位置的大都為留台生，他們有些論文現在還是用漢

語書寫的28。90年代以後，因為冷戰局面較為鬆弛，加上中國的崛起，中文系的
學者開始留學中國大陸，學習漢語的人口大為增加，業已超過日文，成為英文之

                                                 
26 滿州國是帝國扶植的傀儡政權，港澳主要是租借（雖有部份是割讓），都與完全割讓的殖民地
性質不同。 
27 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人，大都會認同「華人」甚至是「中國人」的身分，但是台灣及中
國大陸的人往往會因而剝奪了他們作為新加坡人及馬來西亞人的身分認同。 
28 中文在日韓通常稱為漢語，在東南亞稱為華語，人種上稱華人或是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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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最大外語人口。 
除了上述的例子之外，使用華文的人口及社群遍佈全球，許多事物的關係是

延著這個語言的軸線在發生，是客觀的存在，也遠遠的溢出了「大中華」（Greater 
China）經濟圈的地理想像。 
亞洲區域：在歷史及地緣的關係位置上，台灣從來就不外在於亞洲，反而是

處於相當重要的結點，連結東北亞與東南亞。90年代以後，亞洲更是無法迴避
的生命狀態，所謂的外籍（入籍）新娘、外勞、看護工，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部份。以東南亞為主的女性及勞工進入台灣，並不是偶然。雖然在所謂

的全球化時代，這些人還是來自於亞洲鄰近地區，顯示出全球化之下同時有著強

盛的區域化趨勢。事實上，在無法逆轉的全球化大趨勢之下29，區域化成為相當

關鍵的環節，歐體、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拉美統合協定(Latin-American 
Integration Association)、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等，都可以說是全球化的產物；
也就是說區域性的統合乃是大勢，台灣不只是必須面對，而且更要積極加入這個

亞洲統合的過程。在此意義下，兩岸關係必須能夠超越既有的統獨想像，著眼於

亞洲的統合。特別是在後九一一的全球新秩序中，為了制衡美國獨大、維護世界

和平，各地的區域統合已經成為全球性共識，本區域也無法自外。 
全球場域：這裡所指的全球，當然不僅是美國。北美洲雖是目前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真實的狀況則是上述的華文國際與亞洲區域也都是全球化操

作的場域。除此之外，台灣戰後雖然與歐洲、拉美、非洲大陸發展出了一些關係，

但是這些相對薄弱，也較少進入我們的視野。從學術生產的觀點來看，戰後的「脫

亞入美」，在表面上好像是替台灣搭起了一條通往全球化的快速道路，但是由於

台灣的歷史關係只是單邊關係，沒有全球性更為多邊關係的開展，反而會在全球

化運動中受限於美國學術的附庸身分，而喪失了自主性，以及可以開啟的新的可

能性。藉著全球化之下的區域化效應，台灣較為可走的路線，乃是透過華文國際

與亞洲區域來進行。 
 
 必須再次強調，在以上的鋪陳當中，這幾個不同的網絡乃是相互指涉、動態
且相互拉扯的多層次、多向度空間網絡。回到實際的歷史運動中，沒有一個層次

是獨立運作的。台灣的主體性，既然處於這些客觀存在的網絡之間，台灣學術的

國際化與全球化方向，乃至於學術評鑑以及知識生產的制度設計，便也應該本著

這樣的視野去開展。兩岸關係、華文國際與亞洲區域，其實正是全球化所依循的

軌跡與形成的路徑。 
 
一旦認識到台灣的主體性，確實處於這些客觀存在的網絡所搭建的全球化路

徑之間，這樣的認知之於台灣的學術國際化與全球化，可能指出甚麼樣的方向？ 
1. 台灣的學界，必須把自己擺在華文世界當中，重視各個華人社群存在的
事實與重要性，並且積極地參與其中。我們有幸，所熟悉的中文是一種

                                                 
29 在此趨勢下，要反對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議程，而不是本質上、全面性的反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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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語言，可以透過中文參與到國際化及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因此，能

夠用中文書寫的學界同仁值得以此安身立命，積極而方便地在不同的華

文脈絡中進行操作。社會科學界如果堅持認為 TSSCI有助於學術發展，
那麼就不能閉關禁海，需要有信心地向 CSSCI開放，以此鼓勵同仁跨出
台灣的限制。同時，台灣學界的刊物，也應該向全球華文寫作者開放，

立志成為重要的華文國際刊物。 
2. 台灣必須有意識地把自己擺在／擺回亞洲，讓自己成為亞洲的一員。這
樣的意識，在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小國是相當清楚的30，台灣更不可

能例外。這些地方，只有在回到亞洲的同時，才能進入全球的層次。台

灣主體性的出路與未來的可能性，其實在此。因此，我們極為認同朱雲

漢教授在 1999年就在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提出的路線：「台灣不能
自外於東亞的歷史發展脈絡」，因為「對於所有東亞國家而言，跨世紀社

會發展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因應全球化衝擊時，維護與掌握自己社會

發展的主體性」31。台灣必須加強與東亞學界的交流與合作；兩岸學界

的互動也值得開發新的方向，讓台灣與中國大陸都存在於東亞世界。 
3. 全球化不能化約成英語化或是美國化，也就更不能簡化成 SSCI或是

A&HCI。台灣的學界應該鼓勵同仁，得以安身立命於中文之外，使用任
何外語在各地的重要刊物上發表文章，或是出版專書。制度上要讓學界

受過不同語言訓練同仁的主動積極性能調動得起來，除了根留中文之

外，也要全球佈局，鼓勵眾多掌握了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日文、

韓文以及歐洲語文及視野的學者，設法在世界各地出版他們的學術成果。 
 
五、期待開展與國際／批判學界的對話與反思 
 
 本文從文化的平等與多元、學術的自主、以及學術政策的民主三項基本立場
出發，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壓力下台灣在學術生產的實踐中所出現的種種問

題，提出初步的分析以及另類的想像。我們認為，以體制的行政力量來打壓中文、

獨尊美語、強迫學術工作者拋棄本身議題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不僅貶抑了中文的

生活世界，也全然違反了學術自由的基本共識。我們提出的另類提案，則是在全

球化大勢之下，為了維護與落實國際化的多元想像，尋找務實的、可以操做的國

際化方案，避開行政體制的霸道獎懲辦法，一本民主及自主的原則，讓學界的成

員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利基與特質。我們強調，這套另一個方向的思索，鼓勵學

界同仁自由的在台灣、兩岸、華文國際、亞洲以及全球等多個不同層次中操作，

充分實現了國際化、全球化的基本原則，卻不是「台灣中心論」的憑空杜撰，也

                                                 
30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家蔡明發的名言：「亞洲或許可以不需要新加坡，但是新加坡不能沒有

亞洲」，見 Chua Beng Huat (1998), “Culture, multiraci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in 
Kuan-Hsing Chen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98。 
31 見朱雲漢，〈如何加強基礎性社會科學對本國社會之貢獻〉，前引《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手
冊》（國科會，1999），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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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附庸於強權。這才是以批判性主體意識為基礎、具有高度主體性的提案。 
但是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力道不僅強勢地在台灣運轉，同時也席捲世

界各地。它的力道極為強勁，不但以資本為動力／後盾，也與各地的國家機器形

成有機的結盟，快速改變原先多元的文化生產空間。美語獨大的現象不僅在亞洲

滲透，也在歐洲、特別在北歐地區，成為主導性邏輯。美國為中心的 SSCI/A&HCI
全球性效應，不僅在後進發展國家如處於東亞的台灣、中國大陸、南韓及新加坡

攻城掠地，即使在歐洲，特別是英語為主的英國，也在快速擴散。面對這股狂潮，

以批判為己志的知識圈不應坐視，反而必須積極的面對壓力與困境，找尋務實

的、另類實踐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在台灣的批判性實踐，不能關閉自守，而是

有必要在全球的多重脈絡中串連，在不同的在地環節中操作呼應，連結不同網絡

中的國際批判學界共同開啟討論空間。 
毋庸贅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台灣學術生產的影響，有其特定的歷史條

件。雖然類似的狀況在華文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社會中發生，但是具體呈

現的風貌及細節不盡然相同，各地批判學界對反應的方式，自然也各有不同。 
首先，讓我們觀察兩岸及華文國際的層次。新加坡因為基體較小，國際化反

而較深，但是學界並沒有看輕中文的重要性。馬來西亞的華文大學教育方興未

艾，華文學術出版正在起步，各地的華文學界應該發揮力量，協助他們發展。相

較之下，九七之後香港正在面臨重新定位的尷尬時期，學術資源開始進行大幅重

新分配的結構性轉變。某些學術領域急躁求變，居然出現了中文出版在學術評鑑

中不被承認的現象。面對這樣的挑戰，如何建立華文國際學術生產的正當性，包

括期刊以及其他作品的嚴格評審制度，便是當務之急。中國大陸目前的討論，焦

點擺在大學改革的問題上。但是讓人憂心的是，作為中文寫作人口最為龐大、美

國化相對最淺的地區，中國大學改革的參考座標與想像主軸，竟然完全取法美

國。C/SSCI跟台灣版 T/SSCI一模一樣，由國家推動、成為學官建立學術權威的
標尺，不同之處僅在於 CSSCI收羅較廣，維持住了資料庫的基本形象。無疑地。
中國大陸的學界如果無法堅守華文學術文化生產的自主、由美語學術出版來同

化，勢必加速美語單一世界霸權的形成。情勢如此，我們呼籲華文學界尤其不能

妄自菲薄，為了世界的文化多元主義的豐富性，必須加速互動與連結，走出我們

各地既有的封閉及限制，加強國際化華文的學術生產。我們特別期待中國大陸的

學界，吸取台灣學界的前車之鑑，避免向美國式的學術生產「一邊倒」，而是更

為積極的面對中文作為重要國際語言的客觀事實，扛負起作為大國知識界應有的

歷史責任。唯有對知識生產的多元化有所助益，才能在亞洲以及第三世界獲得尊

重。 
其次，在亞洲區域（特別是東亞）的層次上，也要分別而論。我們觀察到日

本學界主要的關切及運動焦點，擺在大學私有化的問題。然而作為學院進步力量

最為龐大、所謂亞洲第一的日本學界，變動的方向卻在沿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

邏輯進行；如果情況繼續深化，很有可能帶動區域性的骨牌效應。所以我們期待

日本學界要嚴肅地面對相關議題、不能輕忽事態的深遠意義。南韓的情況則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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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回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動，已經上升到透過全國進步教授聯盟組織大

學教師工會的層次32。但是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即使在進步力量相對龐大的南韓

學界中，SSCI也未經思索的被用作學術評鑑的機制，跟華文社會一樣，不警惕
淘空在地歷史文化的危機。我們充分認知，這些現象乃是後進社會主體性尚未發

展完全的表現，也就不能苛責東亞學界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無法停下腳步、進行

反思。但是我們期待南韓學界要能夠在此時發揮相對強大的運動能量，具有示範

意義的擋住 SSCI在南韓的滲透作用。不能不承認，認真反思“SSCI”體制，已
經成為建立亞洲學界主體性的重要契機。這個行動／運動背後的重大議題，其實

正是藉著反思亞洲社會內在的美國性，脫離自願成為美國學術附庸的次殖民地心

態，重建以亞洲為主體的國際學術連帶。目前亞洲各地的討論，基本上還是停留

在民族國家的格局當中，大致處於自保的階段，無法相互參照、相互支援，提出

另類學術實踐的共同方案。，因此，我們期待持續推動亞洲區域中的批判性連帶，

發揮國際主義的精神，透過具體分析以及對比，重新認識各地客觀的處境和利基

之所在，逐漸形成亞洲另類實踐的共同視野，以亞洲為方法來重新介入全球的學

術生產。 
我們相信，通過這個運動，才能證明全球化的想像不應該只是簡單的美國

化，而是根植於在地經驗、多元參照而又具有豐富、開放性格的的民主實踐。 

                                                 
32 台灣學界對於學術評鑑的挑戰還處於初階段，雖然大學教師促進會的構想已經由年輕一代學
者率先提出；香港的防護機制也在啟動，大致以浸會大學的教師會為中心。 


